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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背景和问题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 ,各种全国性大规模人口调查结果均反映中国生育水平极低 ,2000 年

全国人口普查所反映的 TFR 更低 ,仅为 1. 22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

会科技统计司 ,2002) ,后来经过统计调整供内部使用的总和生育率则是 1. 4 (国务院人口普查

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 ,2003) 。于是 ,曾经有过一番关于实际生育水平的

热烈讨论 ,众说纷纭 ,但没有形成一致看法。2004 年的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暂时使这种讨

论告一段落 ,然而它并没有终结这个讨论 ,因为生育形势及其人口基数 (因为人口数又与 90 年

代生育水平紧密联系)仍然并不清楚。

科学研究的本质是要反映客观实际 ,判断科学研究结论是否正确既不能采用少数服从多

数 ,也不能依据权威性 ,最终只能根据客观实际的检验。并且 ,科学研究结论的实践检验也不

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 ,而是需要在实践发展过程中反复地进行。

20 世纪 90 年代的生育水平究竟如何 ,近期生育水平有没有新的变化 ,都需要认真地深入

加以监测与研究。人口学者面对人口底数、生育水平不清的局面 ,一直都期待着更多新的调查

数据能够有助于切实把握实际情况。

2005 年全国 1 %人口抽样调查表明 ,调查时点前一年的 TFR 为 1. 33 (国务院全国 1 %人

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社会科技统计司 ,2007) 。2006 年全国人口和

计划生育调查公报 (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 ,2007)却表明 ,2005 年 TFR 为 1. 74 ①。于是 ,

这两个全国调查在同一年的生育水平之间就产生了巨大差异 (0. 4 之多) ,又给近年生育水平

再加“一头雾水”,因为这么大的调查结果差异在以往还从未出现过。

搞清当前全国生育率的绝对水平是重要的 ,搞清生育水平的变化趋势以及这些变化背后

的原因也同样重要。这些信息不仅是近期人口生育水平的问题 ,而且关系到对人口长期发展

趋势的前瞻性估计。因此 ,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已经取得的调查数据开展深入分析 ,取得更多的

信息 ,掌握当前的生育动态和变化原因。同时 ,我们也希望有关部门对人口学研究开放更多的

人口统计数据 ,更广泛地发动人口学者和政府工作人员参加分析 ,推动这一方面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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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2006 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人口低生育水平继续保持稳定 ,但近年有所回升。

2004 年、2005 年和调查前一年 (2005 年 9 月至 2006 年 8 月) 全国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 59、

1. 74和 1. 87 ,总和初婚率分别为 1. 23、1. 16 和 1. 11 ,一孩总和生育率分别为 1. 07、1. 23 和 1. 32 ,表现出一

定程度的初婚堆积和出生堆积。”



二、若干研究思路

鉴于目前在生育水平的认识方面差异很大 ,对调查质量也存在着相当大的疑问 ,所以生育

研究不能只满足于计算少数常规生育率指标 ,而应当从更广泛的角度来开展生育分析。生育

研究结论的论据必须更充分、更确凿 ,才能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近年来 ,一些新的指标和方法已经进入了生育率研究。比如 ,计算年龄递进模型或间隔递

进模型的孩次别总和生育率指标、计算各孩次平均生育年龄及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指标等。

多种生育测量并结合恰当的人口分类有助于反映生育水平变化的原因 ,分清近年初婚和出生

堆积是由于以往许多年延续的婚育推迟停止了还是早婚早育重新抬头了 ,用恰当的人口分类

或用回归分析方法来分析生育水平的变化主要发生于哪些孩次、哪些地方和哪些人群。

需要特别指出 ,这些指标和方法的引入并不能克服调查数据本身的缺陷 ,而是为了换一个

角度来观察问题 ,以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常规分析结果。换句话说 ,有时我们不能很好地理解

调查结果是因为囿于思维定式 ,有时是因为常规分析指标只是反映了事物结果而不能反映这

种结果的原因。当我们借助更多的方法对各种可能原因加以探测分析以后 ,我们就可能对调

查结果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所以 ,这些新方法的引入并不是要替代或否定常规生育率分析指标 ,

而是为了扩展生育分析指标体系 ,将不同指标结合起来进行比较分析 ,以便提供更多的信息。

此外 ,人口转变是个实际发展过程 ,我们可以将不同调查的结果都看成是这个过程某一部

分或某一侧面的反映 ,将它们联系起来观察。这样的分析有助于我们辨别时期波动与长期变

化趋势 ,有利于掌握总体的情况和变化趋势①。在当前情况下 ,生育研究不能只将注意力局限

于调查时的时期生育水平 ,而且应当通过调查数据的信息挖掘 ,尽量重建更多年份的时期生育

率 ,比较不同调查数据所反映的纵向趋势。此外 ,还应该重视开展队列的生育分析 ,因为从研

究方法论而言 ,比较不同队列的生育史轨迹可以更有效地鉴别生育变化的原因到底是时期波

动还是一种基本趋势。

其他方面提供的外部人口数据也能提供重要的信息 ,比如以往文献中用教育部的小学入

学儿童数据来估计以往若干年前的出生数 (张为民、崔红艳 ,2004 ;翟振武、陈卫 ,2007) 。当然 ,

这种间接估计也需要进行评价 ,并与其他数据进行比较。

反映生育过程的信息实际上并不只限于每年的生育数和育龄妇女数 ,一方面各年的出生

累积为当前少儿人口结构 ,另一方面以往生育过程还体现于各队列育龄妇女的曾生子女结构

和子女一代的兄弟姐妹结构。所以 ,以往各年实际出生数与妇女孩次结构以及子女的兄弟姐

妹结构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对这种内部一致性的检查既有助于评价各个调查数据的质

量和代表性 ,也可以用于对以往人口预测的基数、参数和结果进行检验。然而 ,以往这一方面

的研究开展较少 ,今后应当加强。

总之 ,我们的研究目的是客观、准确地反映中国的人口转变 ,切实把握人口发展的大趋势。

当前 ,中国已处于低生育水平虽然已经取得普遍共识 ,但是在确切生育水平认识上差异很大。

因此 ,加强对生育水平的监测和研究就显得尤其必要。

三、国外生育研究及启示

低生育水平指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当前国际人口学界对低生育水平极为关注。有人

估计 ,全球人口中已经有将近一半生活于低生育率国家和地区。有关低生育的研究发现 ,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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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相当于研究方法中所说的元分析 (Meta2analysis) 。



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 ,几乎不可能再回升到更替水平。一些学者将转向低生育水平视

为达到可持续发展的一个过程 ,而另一些学者则将其视为新的人口危机。在这种状况之下 ,国

际学术界出现一些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框架 ,对我们的生育研究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生育水平即使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后 ,由于人口惯性的存在 ,人口还会继续增长一段时期。

但是在人口惯性增长阶段 ,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已经成为负值 ,标志着生育转变已经发生了本

质的变化 ,表明未来人口总量将会减少。

中国当前正处于这种人口惯性增长阶段 ,我们也对惯性增长有比较清楚的理解。我们还

希望未来人口达到峰值后保持缓慢的人口负增长。但究竟未来人口负增长应该保持什么速度

更合适 ,我们的研究不足。

在以前人口快速增长阶段 ,可以用稳定人口模型的人口加倍时间来反映内在的增长速度。

而西方国家人口学者面对未来人口缩减 ,已经开始采用人口减半时间来反映内在的人口负增

长速度。比如 ,Morgan 和 Taylor (2006) 根据联合国公布各国的人口数据计算过相应的内在人

口负增长速度。这里只摘取日本与中国作为例子 :按日本 TFR = 1. 33 的生育水平 ,其内在人

口减半时间为 46 年 ;按中国 TFR = 1. 70 的生育水平 ,内在的人口减半时间为 75 年。仅从这

两个推算结果 ,我们也能大体知道如果中国真实的生育水平不是 1. 7 ,而是更低 ,其内在的人

口减半时间大约是多少。

上述人口加倍时间或人口减半时间是借助稳定人口模型完成的 ,都是在生育和死亡的水

平与模式长期不变条件下的理论推导结果。所谓“长期不变”只是一个假设 ,在这种假设条件

下必定会发展成稳定人口 ,而稳定人口则已经“忘记”了现实的人口结构。如果结合现实人口

结构的影响来研究人口负增长趋势 ,就涉及到人口负惯性的问题。

中国当前虽然内在增长率已经是负的 ,但由于以往人口发展中积累下来的人口正增长惯

性仍然存在 ,所以人口还会有约 20 年的惯性增长。然而 ,当前的低生育在消解增长惯性的同

时 ,又会积累起人口负增长惯性。所以 ,当前的生育水平越低 ,就能越快地克服正增长惯性 ,达

到人口峰值的时间就越短 ,人口峰值总数就越小。但是 ,即将累积起来的负增长惯性就会越

大 ,达到人口峰值以后人口增长负惯性的影响就会越大。也就是说 ,我们现在的生育水平不仅

只决定近期人口发展 ,而且也决定了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人口发展。所谓惯性影响其实就

是已经形成的特定人口结构对未来人口发展的影响。与正惯性影响一样 ,负惯性一旦形成 ,其

影响最终总要释放出来。这个人口规律的重要意义是 ,如果我们维持很低的生育率直到达到

人口零增长再做调整 ,那就太晚了。即使那时将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 ,想要使总人口保持静

止不变或保持一种缓慢负增长态势也已经不可能 ,因为还需要相当长的时期来消解人口负惯

性的影响。

L utz 等人 (2003)在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对欧盟国家的人口测算结果 ,研究表明 ,2000

年时的欧盟人口结构正在跨越人口惯性正负交替的转折点 ,如果当前的 TFR = 1. 5 水平延续

到 2020 年再恢复到更替水平 ,那么这 20 年形成的负惯性将导致 2100 年总人口比 TFR 立即

回升至更替水平的总人口数少 8 800 万人。这一人数差距显示了人口负惯性的巨大影响。该

研究还表明 ,这一差别中由生育年龄不断推迟的贡献就占了 45 %。这一研究成果的学术影响

和社会影响都非常大。

应当指出 ,中国当前的人口研究和宣传还偏重于人口正增长惯性 ,而忽略未来的人口负增

长惯性。人口发展的特点就是周期长 ,所以当中国的人口零增长已经进入视野时 ,我们就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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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再做更前向的展望 ,研究未来的人口负惯性增长问题。而今天的真实生育水平和采取的

不同对策 ,将决定中国在达到峰值人口之前会形成多大的人口负惯性 ,而人口负惯性将在相当

长一段时期中决定人口负增长 ,且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有相当一部分学者 ,在强调为了保

护自然的生态、资源、环境 ,应先尽快达到人口零增长再说 ,认为在未来经济更为发展条件下人

口问题更好办。然而 ,其实人口结构本身也是一种生态、资源、环境 ,这就是为什么西方一些学

者将低生育视为一种新的危机。以往中国计划生育采取了矫枉过正的战略 ,因为不过正不足以

矫枉 ,但现在已经到了新的关口 ,千万不要循着以往形成的思维定势不知不觉地走向另一个

极端。

过去 ,人口学的研究焦点集中于如何尽快降低过高的生育率。西方人口学家从研究“非意

愿生育”入手来解决问题。然而近年来西方人口学家已经注意到 ,在已经达到低生育水平的国

家和地区 ,实际生育水平普遍地显著低于实际生育意愿。这可以被视为达到低生育水平的另一

个重要特征。当前国际人口学的一些新研究视角对于我们理解低生育水平也有重要启发意义。

Bongaart s 与 Potter 在 1978 年提出的生育率影响因素模型是人口学中一个经典的生育率

模型 ,其中包括 4 个最重要的生育率直接决定因素 ,即结婚、避孕、人工流产和产后不孕。在这

些因素抑制下 ,实际生育水平就是 TFR。通过对这 4 个方面的相应指数 (取值范围 0～1) 的计

算 ,来表达各自影响的大小。这一模型的基本参照以自然生育力作为上限 ,而用这些抑制因素

的存在来解释实际 TFR 与自然生育力之间存在的差。延续更早期人口学的基本理论 ,这一模

型视其他社会经济和环境因素为间接因素 ,只能通过这 4 个直接因素对生育率发生影响。

Bongaart s (2001、2002) 又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提出了研究低生育率的理论模型。这个新

的模型框架不再以自然生殖力作为参照 ,而是代之以意愿生育数量作为参照。由于一些因素

发挥了抑制或提高的影响 ,使得实际生育率并不吻合于生育意愿。并且该模型所选取的直接

影响因素也与原来的模型不同了 ,其中包括 :非意愿生育、子女性别偏好、(因以前所生子女死

亡的) 替补效应、生育进度效应、不孕影响 (含生育推迟导致的不孕) ,以及其他人生目标的竞争

效应 (如不愿放弃工作、不愿结婚或生育非婚子女等导致对原来生育意愿的修改) 。前三项往

往会导致实际生育水平高于生育意愿 (即系数取值大于 1) ,但后三项又往往导致实际生育水

平低于生育意愿 (取值小于 1) 。

Morgan (2003) 在美国人口学会会长就职演说时大力推荐这一模型 ,并且做了示范性分

析。Morgan 用公式将这个模型表达为 : TFR = Fu ×Fr ×Fg ×Ft ×Fi ×Fc ×IP。其中 ,Fu 为非

意愿生育 , Fr 为替代效应 , Fg 为性别偏好 , Ft 为进度效应 , Fi 为不孕效应 , Fc 为竞争效应 , IP

为意愿生育数。

这一新的生育率模型显然是为了解释低生育水平问题的 ,其视角与原来经典模型有很大

差别。其一是参照点不同 ,从自然生育力转变为生育意愿。其二是模型中的影响因素不再只

是抑制性的 ,也包括了促发性的 (取值可以大于 1) 。当抑制性因素的总影响大于促发性总影

响时 ,我们就会看到实际生育率低于生育意愿的结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在这一新模型中由

于参照不同 ,那些抑制性因素已经不同于经典模型中的因素了。比如 ,在已经完成生育转变的

人口中 ,生育已经未必与婚姻紧密相连 ,而生育进度变化的影响则会非常大 ,并且社会中存在

着种种与生育竞争的机会 ,导致人们生育行为的变化。后来 ,国际学术刊物上又发表过更多有

关这个模型的研究 ,这一模型本身正处于从理论模型日益向操作化方向发展的过程之中。

中国的计划生育与西方的家庭计划不同 ,一方面要减少非意愿生育 ,另一方面又要促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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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意愿 ,同时还要限制一部分意愿生育。然而 ,近年来我们也开始在自己的人口调查数据中见

到生育水平低于群众的生育意愿 ,抑或生育水平甚至低于生育政策的要求。这种统计结果直

接引发了对调查数据的怀疑和否定。但是 ,我们不应该简单地拒绝这些调查数据。尽管我们

知道调查数据确实存在着出生漏报的一定影响 ,但不应该忽视这种现象背后还有其他潜在原

因。实际上 ,我们已经拥有不少研究成果证实了这些原因的存在。因此 ,对于表面上一时难以

理解的统计现象 ,常常需要通过更深入的研究分析来努力加以理解 ,否则我们的思想就会跟不

上形势的发展 ,失去对形势的总体把握 ,因而陷于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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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 ,也是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人口始终是中国追求发展的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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